基于三阶段DEA模型的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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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孵化和成果转化能力，已成为区域经济服务能力的重要支撑。本文运用三阶段DEA模型，在考虑环境变量影响下，测度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结果表明，调整后技术效率，中部和东北地区被低估，东部和西部地区被高估，环境因素主要制约中部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提升。全国技术效率和规模效率被高估，纯技术效率被低估，但高估程度大于低估程度。环境变量作用表现在: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强化信息共享，可提高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政府科技支持强度，可以分别降低孵化基金和从业人员的投入冗余，但人力资本密集程度对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提升有一定延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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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2000年国家启动建设首批国家大学科技园，到2014年已有115家国家大学科技园通过认定，大学科技园已经成为促进区域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115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分布在30个省市区，37%以上分布在京、沪、苏三地，区域空间分布呈现两极分化趋势。国家大学科技园平均每个园区孵化总收入由2014年3.2亿元，降至2016年2.5亿元，对区域高新技术产业推动作用减弱。2016年115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在孵企业总收入和在孵企业人数分别为289.5亿元和13.2万人，均比2014年下降19%以上[1]，场地面积仅737.8万平方米，低于2015年园区可自主支配面积1 000万平方米的“十二五”规划目标[2]。国家大学科技园数量发展与质量提升并不同步，2016年全国国家大学科技园服务收入、为企业增加销售额、为社会增加就业等主要经济指标，均低于2011-2015年每年同类指标数据。国家大学科技园区域分布不均、类型各异、服务趋同的发展机制，制约了大学科技园孵化器和加速器功能发挥。
高校产学研合作效果与大学科技园创新程度密切相关。作为区域经济发展的创新极、技术极、增长极，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孵化能力和成果转化效率提升，有助于推动高校产学研合作，提高技术服务主动性，推动区域经济发展。然而2016年国家大学科技园平均孵化基金投入强度仅为5%（硅谷约12%），山西、上海、浙江、云南、青海等5个省份国家大学科技园净利润为负值，创新马太效应突出，创新极化空间叠加；优惠政策利导下的创新主体关联性偏弱，“一校一园”、“多校一园”等建园模式，使得创新要素投入-产出不经济，与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功能定位偏异较大。国家大学科技园与依托高校发展不协调，阻碍了高校创新优势向国家大学科技园扩散。“十二五”期间南开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绩效评价不合格被摘牌，厦门大学国家大学科技园整改期顺延一年，对依托高校产学研合作产生负面影响。相比国家高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存在较多功能障碍，需强化创新孵化培育，提升创新服务功能。
2  文献综述
地方政府对大学科技园知识转移的推动，区域创新体系中介机构角色扮演，以及异质性创新合作网络，都会影响区域大学科技园创新孵化能力。Etzkowitz [3]认为大学科技园作为三螺旋的混成组织模式，运作在大学-产业-政府相互作用的混合空间。Javanshir Mammadov [4]认为政、产、学作为不同创新主体，借助大学科技园信息资源和综合服务，实现制度创新、知识创新和技术创新，Alberto Albaharia [5]指出大学科技园体系对不同国家发展产生不同影响。斯坦福科技园成功关键在于建立大学与企业、产业界良性互动关系 [6]，大学科技园创新体系呈现“四三结构”模式 [7]，结合高新区双核驱动模式[8]，三方参与跨区辐射模式 [9]。
孵化效率是大学科技园创新系统运行状态客观反映，孵化效率提升有利于缓解创新资源稀缺与体系建设投入的矛盾。国内学者殷群[10]基于孵化绩效、动态效率 [11-12]、李林等[13]平衡计分卡、党建民等 [14]新常态下功能需求等导向，构建大学科技园创新能力评价体系。通过采用 DEA [15-16]、赵黎明等[17]改进突变级数法、马玉新等[18]灰色关联分析等方法，分析测算大学科技园创新效率，结果显示大学科技园创新要素整体利用率和孵化效率较低，集群状况显著抑制了孵化效率提升，多数园区亟待向规模化集约型模式转变。
与经典DEA方法相比，三阶段DEA通过剔除环境变量和随机干扰项，将所有影响结果的因素分为系统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效率结果更加客观，可以为提升国家大学科技园运行质量提供科学依据。许多学者通过三阶段DEA 模型研究高新技术产业、高新区、科技孵化器技术效率，刘伟 [19]认为在剔除政府支持、市场结构、企业规模、所有制结构等环境因素以前，高新技术产业研发创新规模效率被高估，纯技术效率被低估；刘满凤，李圣宏 [20]认为环境因素严重制约中西部高新区创新效率，对经典DEA模型结果有显著影响。三阶段DEA测度物流效率[21]、创新效率[22]、科普效率[23]、资源配置效率[24]，都表明环境因素对综合效率影响较大。本文通过三阶段DEA，检验环境因素对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影响程度，为国家大学科技园合理调整各项投入、优化产出提供参考依据。
3  研究方法与变量选择
3.1三阶段DEA模型与方法
在第一阶段，使用DEAP2.1对原始投入产出数据进行初始效率评价。根据国家大学科技园技术转移服务导向，此处选择投入导向。鉴于实际生产中各生产单位并没有处于最优规模的生产状态，选择能够排除规模效率影响的BCC模型。对于任意决策单元，投入导向下BCC模型计算出来的效率值为综合技术效率（TE），可进一步分解为规模效率（SE）和纯技术效率（PTE），TE=SE*PTE。Fried[25]认为，决策单元绩效受到管理无效率（managerial inefficiencies）、环境因素（environmental effects）和统计噪声（statistical noise）的影响，因此有必要分离这三种影响。第二阶段，相似SFA回归剔除环境因素和统计噪声。在第一阶段结果基础上，计算各决策单元的松弛变量，松弛变量可反映初始的低效率，由环境因素、管理无效率和统计噪声构成。通过构建相似SFA模型，将第一阶段松弛变量分解成以上三种效应，对环境变量和随机误差项进行回归，如公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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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1）中，[image: image3.wmf]i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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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第i个决策单元第j项投入的松弛变量值，[image: image5.wmf]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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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环境变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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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环境变量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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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混合误差项。由于本文的SFA回归采用成本函数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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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展开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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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学者[20]误用Jondrow等[26]的方法，将生产导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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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混合误差项，从而产生管理无效率项的错误估计。松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时，应选取成本导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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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混合误差项[27]。因为管理无效率会造成生产成本的增加，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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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公式（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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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混合误差项，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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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随机噪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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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管理无效率，一般情况下，假设随机噪声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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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随机干扰因素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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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管理无效率，表示管理因素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假设其服从在零点截断的半正态分布，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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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独立，且环境变量之间相互独立。在此基础上，可运用frontier4.1对模型适用性进行检验以及对参数进行估计。首先采用广义单边似然比检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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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存在进行判定，当LR值大于临界值时，拒绝原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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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模型设定合理。当LR值小于临界值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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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存在，采用OLS对模型参数进行估计即可。得出模型的参数后，可使用罗登跃[27]的公式，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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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量，即公式（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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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3）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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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标准正态分布的概率密度函数和累计概率密度函数。再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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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估计量。SFA回归目的是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对效率测度的影响，以便将所有决策单元调整于相同的外部环境中。投入量进行调整， 调整公式如公式（4）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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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式（4）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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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调整后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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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原始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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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使所有决策单元都处于最差的环境中，各个决策单元所需增加的投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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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使所有的决策单元处于相同运气水平下（都受到最大的干扰），所需增加的投入量。
第三阶段，采用调整后投入产出变量进行DEA效率分析，再次测算国家大学科技园各决策单元孵化效率，此时的效率已经剔除环境因素和随机因素的影响，是相对真实准确的。
3.2评价指标体系与环境变量
为全面评价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结合国家大学科技园功能定位及孵化服务特点，从资金引导、资产投入、人员投入三方面，选取孵化基金总额、年末固定资产净值和从业人员数量三个指标，作为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的投入变量。选取在孵企业数量、在孵企业总收入、在孵企业工业总产值三项指标作为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的产出指标。作为孵化高新技术企业、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要基地，在孵企业总收入，能够从企业角度反映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功能强弱。结合“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政策导向，国家大学科技园作为转化高新技术成果和高校师生创业的重要基地，在孵企业总收入、在孵企业工业总产值能够反映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功能社会化的实现程度。115个国家大学科技园2014-2016年投入产出指标数据如表1所示，孵化基金总额年均增速15%，但在孵企业各项指标数据下降明显。各省份国家大学科技园数量、规模均呈现两极分化，内蒙古仅拥有1家国家大学科技园，但2016年内蒙古孵化基金总额达到2.5亿元，占全国比重17.4%，孵化基金总额最低的贵州仅7万元。2016年115家国家大学科技园平均每个园区，孵化基金总额1 300万元，从业人员数1 152人，而在孵企业数量仅86个，在孵企业工业总产值对应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为9.9万元/人，而2016年国家高新区人均劳动生产率达到109万元/人。
表1  115个国家大学科技园2014-2016年投入产出指标数据
	国家大学科技园
投入产出变量
	2014年
	2015年
	2016年
	同比
下降
	园区
均值
	2016年各省区域总量

	
	115
	115
	115
	
	
	最大值
	最小值

	孵化基金总额（百万元）
	1 107
	1 196
	1 440
	-
	13 
	内蒙古250
	贵州0.07

	年末固定资产净值（百万元）
	4 968
	4 721
	4 019
	15%
	35 
	湖北734
	广西0.005

	从业人员数（人）

	162 885
	145 603
	132 434
	9%
	1 152 
	江苏
28 303
	青海217

	在孵企业数（个）
	9 972
	10 118
	9 861
	2.5%
	86 
	江苏
1 696
	天津32

	在孵企业总收入（百万元）
	36 120
	27 720
	28 950
	-
	252 
	江苏
10 445
	海南47

	在孵企业工业总产值（百万元）
	24 387
	11 892
	13 105
	-
	114 
	江苏
4 350
	海南1


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还会受到区域经济发展、政策环境等因素影响。本文从区域经济环境、基础设施、人力资本、政策支持、信息共享等五个方面选取环境变量，分别对应人均GDP、电信业务总量、本科毕结业生数、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互联网普及率等五项指标，作为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的环境变量。指标体系样本数据来源于《中国火炬统计年鉴2017》，环境变量数据来自《2017中国统计年鉴》，国家大学科技园各项指标在2016年出现下滑，2016年场地面积、在孵企业数、在孵企业从业人员数三项指标，比2015年分别下降1%、2.5%、9%，因此选取2016年相关指标截面数据，更能说明规模缩减是否影响孵化效率。因西藏、青海、黑龙江缺失部分统计数据，因此本文研究对象为28个省份国家大学科技园。
4  孵化效率评价与结果分析
4.1第一阶段BCC模型效率分析
基于BCC模型研究方法，利用Deap2.1软件进行分析，第一阶段孵化效率如表2所示。从全国平均效率来看，在不考虑环境等因素条件下，国家大学科技园技术效率均值为0.747，与效率前沿面相比，还有25%的提升空间。全国平均纯技术效率均值为0.851，而规模效率均值为0.873，说明纯技术效率影响国家大学科技园技术效率提升。处于效率前沿面上的9个省份和湖北，规模收益不变，6个省份规模收益递增，12个省份规模收益递减。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最低的江西，分别为0.334和0.343。

从东、中、西、东北四个板块比较来看，规模效率沿东部-东北-中部-西部依次递增，纯技术效率沿中部-东北-东部-西部递增，西部国家大学科技园三项效率值均为最高。经济水平较高的东部地区，有能力营造良好企业孵化和创新服务环境，引导国家大学科技园为高新技术企业提供高效孵化服务，但东部较低的规模效率，制约技术效率提升。基于此，经典DEA结果可能存在偏误，考虑可能是各地区相关环境因素造成的，进行第二阶段SFA分析。
 表2  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值
	
	调整前（第一阶段）
	省份

	调整后（第三阶段）

	省份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技术效率
	纯技术效率
	规模效率
	规模收益

	北京
	0.733
	1
	0.733
	drs
	北京
	0.963
	0.964
	0.999
	drs

	天津
	0.358
	0.942
	0.38
	irs
	天津
	0.171
	1
	0.171
	irs

	河北
	0.767
	0.768
	0.999
	irs
	河北
	0.59
	0.818
	0.722
	irs

	上海
	0.716
	1
	0.716
	drs
	上海
	1
	1
	1
	-

	江苏
	1
	1
	1
	-
	江苏
	1
	1
	1
	-

	浙江
	0.353
	0.695
	0.509
	drs
	浙江
	0.62
	0.649
	0.955
	irs

	福建
	1
	1
	1
	-
	福建
	0.426
	0.851
	0.501
	irs


	山东
	0.551
	0.707
	0.781
	drs
	山东
	0.718
	0.734
	0.979
	drs

	广东
	1
	1
	1
	-
	广东
	0.655
	0.83
	0.79
	irs

	海南
	0.495
	0.674
	0.734
	drs
	海南
	0.697
	0.817
	0.853
	irs

	山西
	0.8
	1
	0.8
	irs
	山西
	0.277
	1
	0.277
	irs

	安徽
	0.505
	0.542
	0.932
	irs
	安徽
	0.798
	1
	0.798
	irs

	江西
	0.334
	0.343
	0.975
	drs
	江西
	0.564
	0.673
	0.839
	irs

	河南
	0.466
	0.668
	0.697
	drs
	河南
	0.807
	1
	0.807
	irs

	湖北
	0.759
	0.759
	0.999
	-
	湖北
	0.88
	0.904
	0.973
	irs

	湖南
	1
	1
	1
	-
	湖南
	1
	1
	1
	-

	广西
	1
	1
	1
	-
	广西
	0.392
	0.954
	0.411
	irs

	重庆
	0.901
	0.909
	0.991
	irs
	重庆
	0.646
	0.905
	0.714
	irs

	四川
	0.811
	0.87
	0.932
	drs
	四川
	1
	1
	1
	-

	贵州
	1
	1
	1
	-
	贵州
	0.672
	0.897
	0.749
	irs

	云南
	1
	1
	1
	-
	云南
	0.663
	0.715
	0.928
	irs

	陕西
	0.755
	0.795
	0.951
	drs
	陕西
	1
	1
	1
	-

	甘肃
	1
	1
	1
	-
	甘肃
	0.867
	0.883
	0.983
	irs

	宁夏
	0.491
	0.757
	0.649
	irs
	宁夏
	0.261
	0.693
	0.377
	irs

	新疆
	1
	1
	1
	-
	新疆
	0.854
	1
	0.854
	irs

	辽宁
	0.84
	1
	0.84
	drs
	辽宁
	0.85
	1
	0.85
	irs

	吉林
	0.632
	0.7
	0.904
	drs
	吉林
	0.5
	1
	0.5
	irs

	黑龙江
	0.643
	0.703
	0.914
	drs
	黑龙江
	0.79
	0.802
	0.985
	irs

	东部
	0.697 
	0.879 
	0.785 
	
	东部
	0.684
	0.866
	0.797
	

	中部
	0.644 
	0.719 
	0.901 
	
	中部
	0.721 
	0.930 
	0.782 
	

	西部
	0.884 
	0.926 
	0.947 
	
	西部
	0.706 
	0.894 
	0.780 
	

	东北
	0.705 
	0.801 
	0.886 
	
	东北
	0.713 
	0.934 
	0.778 
	

	全国
	0.747 
	0.851 
	0.873 
	
	全国
	0.702 
	0.896 
	0.786 
	


4.2第二阶段基于SFA回归分析
在 DEA 分析第二阶段，构建SFA回归模型，将第一阶段测算出的国家大学科技园从业人员数、年末固定资产净值、孵化基金总额三种投入变量的松弛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选取本科毕结业生数、人均GDP、电信业务总量、互联网普及率、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作为解释变量，考察5个环境变量对3个投入项松弛变量的影响。当回归系数为正值时，表示增加该解释变量将会增加投入松弛量，导致孵化效率降低；当回归系数是负值时，增加该解释变量有利于减少投入松弛量，提高孵化效率。采用Frontier4.1软件计算，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
表3  SFA第二阶段估计结果
	
	孵化基金投入松弛
	固定资产投入松弛
	从业人员投入松弛

	常数项
	40.27**
	-58.99*
	95.99*

	
	（214.0）
	（157.7）
	（123.4）

	本科毕结业生数
（万人）
	5.93*
（5.71）
	20.63***
（6.16）
	6.02*
（3.82）

	人均GDP（万元/人）
	-10.46*
	17.30*
	1.52

	
	（15.85）
	（17.22）
	（11.02）

	电信业务总量（亿元）
	-16.71**
	-30.49**
	0.906

	
	（16.28）
	（17.85）
	（11.25）

	互联网普及率（%）
	0.797*
（3.90）
	-0.357*
（3.84）
	-1.97*
（2.70）

	地方财政科技支出（亿元）
	20.84*
	28.49*
	-11.93***

	
	（36.62）
	（39.30）
	（24.83）

	σ2
	14 973.37
	18 037.46
	7 247.71

	γ
	0.69
	0.71
	0.81

	Log值
	-173.88
	-176.49
	-163.74


注：括号内为标准差，***、**、*分别代表在1%、5%、10%的统计水平下显著
（1）本科毕结业生数。计算结果表明，该变量与孵化基金总额、年末固定资产净值、从业人员数，三项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均为正值，说明各省本科毕结业生数越多，将会增加国家大学科技园从业人员、固定资产、孵化基金的投入冗余。本科毕结业生数增多，会加大国家大学科技园创新创业压力，相应增加固定资产和孵化基金投入。人力资源密集的北京、上海、湖北、陕西四省国家大学科技园资源配置有待优化，孵化效率都有较大提升空间。
（2）人均GDP。计算结果表明，该变量与孵化基金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与从业人员投入、固定资产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经济水平越高的省份，有利于减少孵化基金的投入冗余，促进孵化基金有效利用，提高孵化效率。浙江、山东人均GDP较高，但也增加了国家大学科技园固定资产和从业人员的投入冗余，降低资源使用效率。
（3）电信业务总量。计算结果表明，该变量与孵化基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与从业人员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但系数值较低。说明在以电信业务为代表的基础设施方面，电信业务总量越多的地区，可以降低孵化基金和固定资产的投入冗余，同时对从业人员投入冗余影响较小。

（4）互联网普及率。该变量与固定资产和从业人员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与孵化基金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说明互联网普及率越高，资源共享越便捷，可以降低固定资产投入和从业人员的投入冗余，同时对孵化基金投入冗余影响较小。互联网主导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服务体系中，会降低从业人员和固定资产投入，提高整体孵化效率。
    （5）地方财政科技支出。该变量与从业人员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负值；与孵化基金投入和固定资产投入松弛变量的回归系数为正值。地方政府科技投入属于政府投入，加大政府科技投入，会增加孵化基金和固定资产的投入冗余，降低资源使用效率。在地方政府对科技投入相对较多时，额外的孵化基金投入和总资产投入会造成浪费，同时地方政府对科技的鼓励和支持会吸引更多创新型人才，缓解国家大学科技园从业人员投入冗余。
五项环境变量对投入松弛变量的影响并不一致，如果不进一步控制环境因素，就会造成孵化效率估计结果的偏差。通过第三阶段对投入变量调整，剔除环境因素的影响，使各决策单元处于相同环境下，提高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估计结果的准确性。
4.3第三阶段调整后孵化效率分析
在第二阶段基础上，利用调整后的投入数据和原产出数据，再次导入Deap2.1中，重新测度28个省份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如表2所示。调整后的全国技术效率均值由0.747下降到0.702，纯技术效率均值由0.851上升到0.896，规模效率均值为0.786。与调整前相比，技术效率略有降低，纯技术效率有所提高，规模效率降低明显，限制国家大学科技园技术效率提升的主要原因是纯技术效率不高。四大板块技术效率由高到低依次是中部-东北-西部-东部，西部技术效率由调整前0.884降至调整后0.706，下降明显。规模收益递增省份由6个增加到21个，仅北京、山东2个省份规模收益递减，规模收益不变省份由调整前10个省份，减少为5个。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部和东北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天津、河北、福建、广东、山西、广西、重庆、贵州、云南、甘肃、宁夏、新疆、吉林13个省份技术效率有所下降，其他各省技术效率均有不同程度上升，上海、四川、陕西技术效率上升为1。在控制环境因素后，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较高地区，由调整前的西部地区转向中部地区，调整后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孵化效率较为接近，东部孵化效率有所下降。14个省份国家大学科技园的规模效率呈现不同程度下降，广西、山西、福建、吉林下降幅度分别为58.9%、52.3%、49.9%、40.4%，环境和随机因素影响了调整前规模效率。
4.4国家大学科技园服务模式分析
为排除孵化基金总额的省份总量干扰，按照各个省份内国家大学科技园平均孵化基金额度测算，2016年各省每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基金平均值的中位数为710万元，单个孵化基金均值前五位省份依次是湖北、安徽、河南、上海、广东。为更充分利用各省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基金总额，提高资源使用效率，以孵化基金均值中位数710万元、调整后技术效率均值0.7为分界点，将各省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归类为四种模式，如表4所示：
表4  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模式分类
	孵化模式
	孵化基金均值≥710万元
	孵化基金均值＜710万元

	技术效率≥0.7
	北京、上海、江苏、山东、四川湖北、安徽、河南、黑龙江
	 湖南、陕西、辽宁、甘肃、新疆

	技术效率＜0.7
	广东、浙江、天津、吉林
	海南、贵州、云南、重庆、河北
江西、福建、广西、山西、宁夏


第一种模式为高投入、高效率模式，是较为有效的孵化模式。北京、上海、江苏三省国家大学科技园总量，达到43家，三省份的单个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基金均值达到1 249万元，技术效率均值为0.988，三省份国家大学科技园规模、技术、效率优势明显。中部湖北、安徽、河南三省份国家大学科技园总共6家，孵化基金均值是北京、上海、江苏三省份的2倍以上。中部三省份国家高新区快速发展，带动了国家大学科技园高投入和高效率。
第二种模式为高投入、低效率模式，包括广东、浙江、天津、吉林四个省份。四省份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基金均值都超过1 000万元，但孵化优势并不明显。天津技术效率全国最低，仅0.171，固定资产净值仅37万元，从业人员591人，孵化基金优势并未充分释放。
第三种模式为低投入、高效率模式，包括湖南、陕西、辽宁、甘肃、新疆五个省份。五个省份分别位于中部、东北和西部地区，技术效率均值达到0.91，辽宁和陕西国家大学科技园数量分别为6家和4家，孵化基金优势充分发挥。环境因素影响了技术效率提升。
第四种模式为低投入、低效率模式，包括10个省份，每个省份国家大学科技园数量都不超过3家。其中广西、山西、宁夏三省国家大学科技园技术效率均低于0.4，但孵化基金均值都超过500万元。可以看出低投入、低效率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基金利用率低与技术效率低并存。除海南、江西两省，其余8省份剔除环境因素后，规模效率明显降低。环境因素隐藏了西部国家大学科技园规模效率较低的事实，规模效率制约技术效率提升。
5  结论与建议
一流的国家大学科技园是一流大学的重要标志之一，是“创业苗圃+孵化器+加速器”科技创业服务链的关键环节。为依托国家大学科技园全面提升创业孵化服务能力，构建创新创业孵化生态系统，本文基于三阶段 DEA 模型测算28个省份2016年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结果表明，剔除环境和随机因素后，国家大学科技园技术效率被高估6%，规模效率被高估10%，纯技术效率被低估5.3%。调整后，中部地区技术效率和纯技术效率增幅最高，分别上升12%和29.3%，其次是东北地区，环境因素制约了中部和东北地区技术效率提升。调整后，规模收益递增省份由6个增加到21个，环境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中部和东北地区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提升。环境变量作用表现在:完善地区基础设施，强化信息共享，可提高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推动区域经济发展，提高政府科技支持强度，可以分别降低孵化基金和从业人员投入冗余，但人力资本密集程度对孵化效率提升有一定延迟。
115家国家大学科技园总量与146家国家高新区总量相比，2016年从业人员占比0.73%，年末资产占比0.01%，工业总产值占比仅0.07%，孵化优势需进一步提升：（1）高投入、高效率模式省份，应积极对接区域国家高新区需求，形成大学科技园与高新区的良性互动；（2）高投入、低效率模式省份，针对性引导区域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企业孵化和成果转化，将规模优势转化为效率优势；（3）低投入、高效率模式省份，继续发挥国家大学科技园集聚优势，保持较高孵化效率，同时适度增加孵化基金投入，强化区域主导产业的科技创业服务；（4）低投入、低效率模式省份，应以纯技术效率提升带动规模效率提升，以区域特色产业培育引导大学科技园企业孵化，形成技术需求与市场需求的两端带动。本文研究不足在于，与随机前沿效率评价相比，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采用的截面相对有效性评价，难以动态反映国家大学科技园孵化效率变化趋势。同时以在孵企业作为产出对象，忽略了累计毕业企业效益，有待以后调整评价体系，动态反映孵化效率的纵向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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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Incubating Efficiency of 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s based on Three-Stage DEA Model
LI Rong
School of Business，Jianghan University，Wuhan 430056，China
Abstract: Abilities of innovation incubation and achievement transformation have been support of regional economic service. This paper measures incubating efficiency of 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s by three-stage DEA model under the influence of environment variables. The result shows that technology efficiencies of central and northeastern regions have been underestimated while east and west regions over-valuation. Environmental factors restrict incubating efficiency promotion of central region. Technology and scale efficiencies of 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s have been over-valuated while pure technical efficiency underestimated，the former is larger than the later. Effects of environment variables show that improving facilities and information sharing can improve incubating efficiency; reg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supporting by government can reduce the redundant of incubating foundation and employees separately, while delay appears during incubating efficiency promotion under the influence of density of human capital.
Key words: national university science parks; three-stage DEA model; incubating efficiency; incubated enterprise; environment variab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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